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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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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和

必要举措。“十三五”时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

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从科学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和政策外延做出清楚阐释，探讨经济新

常态下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措施，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同时更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

义。本文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实际出发，通过对现有基本国情的分析，给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

线图，提出在“五大政策支柱”的多重维度下做好“加减乘除”混合运算，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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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性结构不合理现象日益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明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和

李克强总理在多种场合中，不断强调“供给侧改革”。① 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强调了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

求。”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回答三个主要问题，即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 从而逐步厘清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意义与政策内涵，尝试回答“十三五”时期我国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实现中国

经济巨轮“行稳致远”!

一、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须找到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理论来源。19 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

萨伊( 1767—1832) 所倡导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是供给学派的最为重要的思想源泉。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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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5 年 11 月 17 日，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
迈向中高端。2015 年 11 月 18 日，习近平在 APEC 会议上再提“供给侧改革”，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
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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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提出的“萨伊定理”( Says Law) ，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论，是古典经济学关于供需关系的最

为重要的表述。① 萨伊定理所倡导的经济政策基本上以放任自由与不干预为特征，强调市场的绝对

主体地位，这也是 20 世纪初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奉行的经济政策。
然而，1929—1933 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使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经济政策受

到严重挑战。不同于萨伊所强调的市场自动出清，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逐步

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核心，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控

制。在实践上，1933 年开始的“罗斯福新政”通过一系列的以需求管理为特征的经济政策，有效地应

对了美国经济危机。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

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滞涨”现象，使凯恩斯主义广受质疑，以

“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被认为是造成“滞涨”的主要原因，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认为

国家干预经济抑制了市场经济的活力，是造成“滞涨”的重要原因。由此，以蒙代尔和拉弗等经济学

家为代表的供给学派( supply-side economics) 的观点重新得到重视，并成为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

根政府的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尤其是被冠以“里根经济学”的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包括支持市场

自由竞争，放松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 降低税收和公共开支，主张预算平衡; 强调控制货币供应量应对

通货膨胀一时间被广为讨论。总体而言，“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取得了成功。③ 但是，美国的财政

赤字在里根政府时代持续恶化，财政赤字问题也成为里根任期内美国经济的常态，并一直延续到

1990 年代中期。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状况也明显走向恶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里根经济学”所依据的供给学派理论和我国当前强调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有类似的政策目标，即激发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

“里根经济学”在政策目标与发展环境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别。
“里根经济学”的政策目标首要是抑制通货膨胀。④ 美国经济 1970 年代末出现的“滞涨”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与石油供给冲击导致的能源价格上升以及美国军事支出的膨胀有关，导致经济增长停

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而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小，⑤但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由此

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此外，尽管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仍旧保持了 7%左右的中高速增

长。这与美国在 1980 年陷入负增长有很大不同。保持一个中高速增长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创

造了客观条件。
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与里根时代的美国经济也有很大的差异。1980 年，美国

城镇化率为 73．74%，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63．57%，服务业就业比重为 65．70%，这些指标都是发达经

济体的典型标志。相比之下，我国 2014 年城镇化率为 54．41%，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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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萨伊定理”在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思想亦为之后的“一般均衡理论”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强调市场的绝对有效性，认为市场可以自动出清，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
的状态。
“罗斯福新政”的内容包括: 整顿金融体系，重塑银行信用系统，放弃金本位; 通过政府对农产品的补贴，稳定农产
品价格; 通过“以工代赈”、兴修公共工程，增加就业刺激消费; 完善社会保险体制，制定《社会保险法》以及与劳工
保护相关的法案; 改革行政机构，强调国家预算职能。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从里根上任时( 1981 年) 的 10．35%下降到第一期任职结束( 1985 年) 的 3．55%，并在第二任期
维持在温和的水平。经济增长率除了在 1982 年陷入负增长以外，1983—1989 年期间总体上保持了 3．5%以上的
经济增长，总体情况好于 1974—1980 年期间的增长水平。
1973—1981 年，美国经济进入到持续性高通胀时期，期间平均的通胀率达到 9%，是大萧条之后，美国经济通胀率
水平较高、持续时间较长的时期。
例如，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从 2012 年开始至今一直维持在 3%以下，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 已经从 2012 年
3 月开始连续 45 个月出现通缩现象。



2%，就业比重为 40．6%，收入水平仍旧处于中等收入阶段。
以上两点差别，决定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手段，也必然不能照搬里根 1980 年代初

实施的经济政策。“里根经济学”的政策手段突出的表现为减税( 特别是针对富人阶层的减税) 和放

松管制，进而解决“滞涨”问题。① 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

方式的转变，通过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短期任务，也必须具有长期战略; 既要做好打持

久战的准备，又要组织好重点领域的歼灭战。从短期来看，要抓好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

本、补短板”为核心的五大战术任务; 从长期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目标，

特别是要转变发展理念，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总体而言，我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里根政府进行基于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在政策背景、

政策目标和手段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因此，我国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应当厘清理论上与

实践中的误区，不能照搬美国的历史经验。经济病症不同，政策药方自然也不同，这也是我国实施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二、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现阶段，以结构性产能过剩为特

征的“供给失灵”是经济新常态的典型特征。“十二五”以来，经济增速显著下降，表面上的原因是“需

求不足”，实际上是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脱节造成的“供给失灵”。一方面，以钢铁为代表的部分行

业，产能严重过剩，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另一方面，居民的有效需求受供给侧制约不能得到满足，国内

消费和国内生产之间的脱节现象日益明显。② 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供给失灵”的问题，单纯的“扩大

内需”政策必然会加剧长期的结构性调整难度。
事实上，“十二五”时期供给侧的结构性变化表现比较突出，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从 2010 年的

44．2%上升到 2015 年前三季度的 51．6%，这也为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如何

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成了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积极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与重要手段。
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助力需求端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化解

过剩产能，提升有效供给能力，这都是相对于需求端而言的。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脱离对需

求端的认识，既不能忽视需求侧的现实需求，还要满足需求端的变化，更要通过创新引领主动调整供

给端达到引领需求端的目标，形成“供需平衡”的理想状态。
总体来看，“十二五”时期，需求端的结构性变化远不及供给侧的变化。其中，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的比重从 2010 年的 47．2%仅仅微弱地下降到 2014 年的 46．1%; 居民消费需求占 GDP 的比重有

所提高，从 2010 年的 35．9%上升到 2014 年的 37．7%;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拉动作用

非常有限。③ 如果供给侧的改革不彻底，必然降低需求侧的结构性变化。当前突出存在的企业成本

过高、库存过多的状况，正是“供需不平衡”造成的。如果不能有效清除，不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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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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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最高达 70%，企业所得税率最高达 46%。尽管里根时期，美国经济比 197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初明显好转，但是很多分析认为这一情况不能完全归功于里根的经济政策。
例如，出国旅游、海外购物、海外代购以及高档消费品的快速增长表明，国内消费品生产企业尚不能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对高质量消费品需求增长的趋势。
总体来看，在世界经济复苏整体乏力的条件下，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净拉动效应相对减弱。从 2015 年前三季度的
进出口数据来看，我国的进出口均呈现负增长，特别是进口总额同期下降 15% ( 出口下降 1．8%) 。尽管贸易顺差
扩大，但是这种贸易顺差的扩大是一种被动式的下降，主要是由于进口减少而导致的顺差下降。



因素，也必然影响就业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进而影响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制约了长期的需

求端的结构性转型。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应了我国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2014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

已达到 54．77%，预计到 2030 年达到 70%左右，这是我国经济结构性变化的根本推动力，也必将从供

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从供给侧来讲，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劳动供给结构

发生转变的过程，伴随着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 从需求端来看，快速的城镇化发展

不仅在客观上产生规模巨大的投资需求，同时也因为城镇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而推动居民消费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在城镇化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结构变化将突出地体现为两个方面的长期变化: 从需求端来看，居

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将不断上升，有望在 2030 年达到 60%左右的水平( 2014 年为 37．7%) ，形成以

消费为主要驱动力的增长模式; 从供给侧来看，第三产业比重继续上升，预计在 2030 年达到 65%—
70%的水平，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形态。如何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以产业发

展促人口转移。以需求提升促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这不仅是一个人口学的问题，同时也将成为我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第四，大力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从经济增长核算来讲，经济

增长是资本积累( 受储蓄率水平影响) 、劳动力投入( 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 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资本积累来看，我国从 2007 年以来长期维持了近 50%的储蓄率，是世界上储蓄

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可以预期，随着未来经济结构调整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将会下降。然而，

中国的总体储蓄率到 2030 年以前维持在 35%以上的仍旧是大概率事件，从国际比较来看，仍旧是高

储蓄率水平。因此，中国的资本形成占 GDP 的比重仍旧可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

投资仍旧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持续的高投资率必然提高资本产出比率( 资本存量 /
GDP) 。根据我们的估算，目前我国的资本产出比率从 2000 年的 2．0 上升到 2013 年的 3．8 左右，反映

了中国经济在这一时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走向资本密集的特征。此外，该比率也反映了资本的效率，

比率值越高，反映了资本的效率越低。因此，如何把高储蓄率转化为高增长率，关键在于投资的效率。
尽管投资在短期内看属于需求端，但是它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属于供给侧，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增

长的可持续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市场的效率决定了储蓄是否能够转化为有效投资，进而促进有

效供给。
从劳动力投入来看，人口老龄化也必将导致劳动力数量增长率的下降，甚至为负。从 2010 年起，

中国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人口红利”已经消失。① 但是，从劳动力质量来看，我国的教育发展大大

提高了劳动力的质量。2010—2014 年期间，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8．75%提高

至 11．01%，提高了 2．26 个百分点，高中 ( 含中专) 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 13．72%提高至

16．35%，提高了 2．63 个百分点，均明显超过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的幅度，显示了我国的劳动力

市场正进入了“教育红利期”，“教育红利”大大抵消了“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② 然而，“教育红利”
转化为“人力资本红利”是有条件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高新增资本的配置效率以及能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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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劳动年龄人口( 16—64 岁) 占总人口比例从 2010 年的 74．5%下降至 2014 年的 73．4%，下降 1．1 个百分点。
2014 年中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86．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37．5%，明显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 分别为 76%与 34%)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2001—2013 年期间，中国普通本专科累计毕业生达到 4
647．5 万人，研究生毕业数累计为 369．8 万人，累计学成回国留学人员为 132．1 万人; 2000 年全国大专以上人口为
4 571 万人，到 2012 年达到 13 356 万人，相当于 2000 年的 2．92 倍。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人力资本已经成为支持
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基础。根据美国康奈尔大学发布的 2014 年全球创新指数(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的统
计，中国的教育发展水平统计位居 143 个排名国家的第 18 位，位居中等收入国家的第一位。



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否则也将导致“教育红利”的浪费。此外，劳动就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的部门转移也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因此，从储蓄率水平和劳动力数量在未来的变动趋势来看，单纯的依靠资本投入规模和劳动力数

量增加的增长模式无法维持目前的中高速增长态势，而在未来要维持中高速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立足

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方面，它取决于要素的配置效率的提高，充分发挥“教

育红利”的潜在优势，提升资本投入的效率; 另一方面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这两

方面均属于供给侧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为释放“教育

红利”和劳动力配置效率提供有利条件，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维持经济增长

保持中高速的增长水平。

三、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科学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

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另一方面要实施好“五大政策支

柱”。
首先，要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1．核心目标是做“加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核心目标就是转变以往以投资需求为核心的经

济增长方式。所谓“加法”，即优化供给结构、提高有效供给能力，同时增加有效投资，积极探索各种

类型的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模式，做好重大基础设施的高效投资，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扩大消费需求。做到更为动态的“供需平衡”。
2．首要目标是做“减法”。结构性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的新常态，如何解决好产能的结构性过剩

问题，就成为首要目标。所谓“减法”，即通过资源合理配置，积极解决产能结构性过剩，淘汰落后产

能; 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进一步减少阻碍经济主体活力的制度性因素以及政府对企业的不合理干预，

发挥企业微观主体的能动性。以“减”促“加”，以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有效供给。
3．创新目标是做“乘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创新的重要作用。长期来看，要构筑创新驱

动增长模式。所谓“乘法”，即通过发挥创新对拉动发展的乘数效应。创造创业、创新、创智的良好环

境，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提高教育支出密度、研发支出密度、人力资本

投资密度、环保投资密度、经济地理密度、基础设施密度等。此外，通过对外开放增强全球配置资源能

力，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放大乘数效应。构筑以创新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做到经济总量与经济质量的双重增长。
4．保底目标是做“除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为指导思想，这就需要避免

各类发展风险。所谓“除法”，即通过以“十三五”规划为核心的宏观调控体系，有计划、多维度地避免

金融风险、生态风险、环境风险、能源风险、资源风险等一系列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一方面避免走上资

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老路”; 另一方面避免走上资本主义“黑色”发展的“旧路”。
其次，实施“五大政策支柱”。
要做好“加减乘除”混合运算，就要坚持实施“五大政策支柱”。
1．稳定的宏观政策，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进一步实施减税政策，减少企业负

担，构建新的地方财税体系，适当扩大地方财税来源。进一步推进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加入更多灵

活性。一方面适应人民币加入 SDＲ 之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另一方面有效面对美元升值带来的汇率

挑战，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为结构性改革构建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2．精准的产业政策，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从供给侧出发，精确的产业政策进一步优化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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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推动农业现代化，加强以现代农业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 进一步推行以技术进步与创新为主的

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发挥我国资本积累与人才积累的双重优势，淘汰落后产能，完善产业结构，加快制

造强国建设; 推动服务业，特别是以金融服务业与制造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发展，做到与工业

体系的有机融合。
3．灵活的微观政策，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进一步深化改革，消除阻碍经

济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为市场主体营造更为宽松的经营环境与投资环境，提高

市场与企业的信心。对于国有企业，进一步加快体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主导作

用; 对于民营经济来说，进一步消除制度性壁垒，发挥民营经济在技术与资金方面的优势，创造有效供

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
4．落实改革政策，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在做好全国统筹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在

不同的地区出台适宜本地区发展的政策，充分考虑地方差异性。重点要强调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改革

中不断做出调整，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从政策层面与落实层面不断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引入第三方评价监督机制，以更为科学的方法评价改革实施情况。

5．服务质量托底社会政策，守住民生底线。提高供给质量，一方面，继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这就

要求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素质; 另一方面，扩大消费需求，这就需要提高包括减贫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的

社会保障机制。总体而言，必须要做好社会政策的托底工作，保障居民基本公共服务，从民生建设出

发，进一步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

四、结 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党中央主动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主动引领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的重大战略性创新举措。旨在通过结构性改革，转变以往要素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创新

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本文通过对经济新常态下的基本国情分析，科学地评价并回答了为什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

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并就如何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出了“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与“五大政策支柱”相结合的政策建议。
如何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短期措施与长期目标的关系、战术目标与战略目标

的关系、提升供给与扩大内需的关系、宏观调控与简政放权的关系。只有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同时

发力，打出一套改革的“组合拳”，才能更好地解决存在于我国经济中的长期结构性问题。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最后冲刺阶段，只有

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给历史与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 责任编辑: 匡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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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China Is Going: The Ｒecent Approach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ang Xuedian
At present，China is developing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deepening localization． The situation of rapid devel-

opment and high prosperity of social sciences over thepast three decades is coming to an end，while humanities，
especially studies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returning to the mainstream． If aiming at going
global，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especially Confucianism must carry on deep-going dialogue with liberalism，
the mainstream Western idea; and meanwhile，it should create a life style higher than the one of liberalism ac-
cording to its own basic principle． The challenge of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refers to the mainstream ideolo-
gy，to the Western centralism，and to the current classification of disciplines．

The Strategic Innovations Towards Adapting to and Leading Chinas New Normal Status
Hu Angang，Zhou Shaojie，Ｒen Hao

The 2015 Central Economic Working Conference proposed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which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major strategic innovations that adapt to and lead Chinas New Normal Status． The period of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l，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not only has academic value，but also
ha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First，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at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from a comparative per-
spective and clarify them are understanding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econd，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Normal Status，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necessities of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Finally，it proposes the
policy roadmap for implementing the reforms，i． e．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five policy pillars and the collabo-
rative effects of policy portfolio summarized as addition，subtraction，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the reforms can
lea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Normal Status through optimiz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

Crisis and Ｒesponse of Chinese Ｒural Public Affair Governance Wang Yahua，Gao Ｒui，Meng Qingguo
Since the new century，a developmental paradox phenomenon has occurred in many villages of China． The

crisis of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is at the background of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al structure and
dramatic changes of rural institutions． Chinese rural collective action is facing government failure，market failure
and social failure，and at the same time，this triple failure is dependent on thre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village: institutionalized power of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were weakened;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led property fragmentation; large-scale rural labor outflow increased farmer heterogeneity． In response to the cri-
sis of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a number of valuable innovations emerged in practice，such as: young cadres
working as the first secretary in villages，retired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village leaders，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as village officials in their hometowns，village doctors and teachers as members of the two village committees，
which achieved positive performance，and the reason is that young cadres，retired officials，returned entrepre-
neurs，village doctors and teachers provide much-needed leadership resources for the village in this new era．
Since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there is no panacea for
rural governance．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rural grassroots leadership resources，and exploring different forms of
autonomy in line with the situation of various villages，is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good Chinese rural good govern-
ance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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